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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平衡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选择 2007—2016 年中国沪深 A 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聚焦党组织的公司治理
作用，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确实提高了民营
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控制了样本选择偏误、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等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依然
成立。拓展检验发现，党组织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仅存在于董事长为党组织负责人及自主建立党组织的民
营企业，且该效应在企业面临业绩压力时被削弱。机制检验发现，党组织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与党组
织成员的管理层任职比例正相关，由此说明，党组织通过影响管理层决策而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结论不仅
丰富了慈善捐赠的研究内涵，更重要的是为政府持续推进“非公党建”工作提供了有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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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平衡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1］。通过将一定数额的资金、实物或者服务捐赠给需要
帮助的对象
［2］，企业践行着作为重要社会经济组织的“应有之义”。在我国，国有企业是秉承国家意志
的经济组织，理应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核心力量。然而，无论是汶川地震中王老吉单笔过亿元人民币
的捐赠大单还是福耀玻璃持续多年的慈善事业，无不反映出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据中国
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显示:在慈善捐赠总额以及大笔捐赠数量两项数据
上，民营企业的贡献均超半数。
民营企业为何如此热衷慈善事业? 现有的研究多集中在战略动机
［3 － 5］、政治动机［6 － 9］和管理者
自利动机
［10 － 12］
等视角。他们认为，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潜在利益，因为慈善捐赠具
有类似广告的作用
［13］，能够有效地为企业树立品牌形象
［14］、建立声誉资本［3］777 － 778;［15 － 16］和改善战略
环境
［4］56，最终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17］。但上述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利己视
角对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进行阐述。此外，还有学者如 Campbell 等［18］、许年行和李哲［19］等认
为，企业慈善捐赠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以此践行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应尽义务，实现企业社
会效用最大化的功能
［20］。
新世纪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的比重持续上升，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成
为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举措。尤其《关于在个体和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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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的颁布使得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获得了法理上的依据，非公有制企业
建立党组织的现象亦越发普遍。据第十二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发现，有超过 40% 的民营企业建
立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党组织，且该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国泰安数据库公
布的数据亦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建立党组织的比例已接近 50%。如此高比例的
民营企业党组织现象不禁引发了关于党组织参与治理与企业经营活动间关系的思考，具体地说，民营
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否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呢?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全面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宏观层面，
共产党以执政党地位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政府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载体，是执政党意志实现
的具体体现。微观层面，共产党通过组织嵌入的方式实现基层组织网络向企业的渗透和延伸［21 － 22］，
确保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在微观企业拥有坚实的组织基础，进而对微观企业经营决策的选择和执行产
生影响
［23］。民营企业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势必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担当
先锋模范作用，以此体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况且《中国共产党党章》( 下称:《党章》) 明确将
“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组织履行职能的核心内容(《党章》第二条)，将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当作党执政的终极目标。除此之外，民营企业党组织还扮演着政党与企业间桥梁的角色，通过影响决
策、参与管理等具体方式，将上级党组织的各项政策贯彻落实在企业。因此，无论是《党章》赋予“共同
富裕”的内在要求，抑或上级党组织维护社会福利的外在诉求，均要求民营企业党组织在民营企业的
公司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具体是否促进了所属企业的慈善捐赠，这是本文亟需探究的焦点
问题。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选择 2007—2016 年中国沪深 A 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聚
焦于党组织的公司治理作用，实证检验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以此从全新视角
探索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之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党组织负责人的企业任职角色、党组织建
立方式和面临经营压力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地剖析，探究党组织慈善效应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化表现。
本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1)相较于梁建等(2010)［8］109的研究成果，本文选用的上市公司样本数
据更为精确，内生性检验等方法的综合使用更增加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本文还探讨了不同情
境下党组织慈善作用的差异性发挥，探究了党组织作用发挥的传导机制，进而更深程度地揭示了党组
织的特殊作用。(2)强化了慈善捐赠的微观基础。民营企业是中国慈善捐赠的重要来源，政府在努力
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合理引导民营企业更大程度地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当下分配不
均的难题。(3)丰富了慈善捐赠“利他”动机的研究成果，并为持续推行“非公党建”政策提供了来自
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型，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逐渐成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贡献亦逐年增加。伴随民营经济
体迅猛发展及其对中国经济影响逐步加深的是，党中央从巩固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出发，大力推进民
营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建设工作，以此加强党在新时期对非公经济组织的领导。目前，执政党已从法律
和政策层面对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进行了探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提出“民营企业
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到 2000 年颁布的《关于在个体和民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
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确定了非公经济党建工作的基本原则;再到江泽民 2001 年 7
月的“7． 1”讲话及中共中央《关于在个体和私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颁
布，直至党的十六大首次把在非公经济组织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写进《党章》，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取得
了法理上的支持。
民营企业党组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产物，共产党通过在民营企业嵌入基层组织，实现执政党
影响力在民营企业内部的渗透，从而保证其对民营经济体经营活动的领导。建国初期，作为领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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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共产党主要通过政府资源配置、项目审批等资源管控的方式主导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民营企业因所有制等历史原因被限制了发展的空间。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民营经济
体从不被认可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广度与深度亦与
日俱增。为确保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绝对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在企业中的模范作用，共
产党大力推进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向民营企业内部“植入”基层组织［21］144;［22］25。除此之外，政府基
于经济发展的切实需要，陆续推行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和股权分置运动，使得部分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通过股权私有化的方式成为民营经济主导的企业，虽然产权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党组织却
一直存留于民营企业之中。
党组织对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影响深远。例如，陈仕华和卢昌崇［24］通过研究国有企业的并购
事件，发现党组织成员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并购溢价，而当有党组织成员参与
公司治理时，党组织对并购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程博等［25］从审计师选择的视角，探究了国有企业
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信号传递效应。马连福等［23］100 的研究，验证了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具有增加企业
冗余雇员规模、降低高管的绝对薪酬、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行为、缩小高管与普通员工间薪酬差距
的作用。然而，上述研究均围绕着国有企业展开，对于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否影响以及以何种方式影响
企业的经营决策，现有学术研究关注不多。事实上，在中国大陆，民营企业或出于响应政府“非公党
建”政策的号召，或出于与执政党建立政治联系的需要，或出于提高企业自身经营水平的目的，往往具
有较强的动机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尤其当民营企业为表明政治立场，展现企业对“非公党建”政
策的高度重视时，通常委派核心管理者担任所属企业党组织的负责人，更有甚者会出现董事长或大股
东亲自兼任的现象。党组织成员任职董事会、管理层的制度安排实现了党组织与企业经营管理层的
交叉重合，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成为可能。
具体到企业慈善捐赠政策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影响:
从基层党组织的内在使命看，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党章》规定
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任务，这就要求作为
执政党嵌入企业的基层组织在贯彻执行《党章》精神时，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纳入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
的范畴。当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的根本性难题尚未彻底解决，物质
生产的匮乏与分配不均将在很长时间内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党组织作为深嵌于民营企业的
基层组织理应遵循《党章》的内在要求，即通过宣传共产党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将其融入到所属企业
的经营决策，以此实现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执政使命(《党章》第五章三十二条)。慈善捐赠是
企业将财富无偿让渡给需要帮助对象的行为，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实现了财富在社会各
阶层的二次分配。企业党组织通过影响管理层的慈善捐赠决策，使民营企业在追求经营利润时兼顾
维护社会公平的目标，以此体现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纲领。此外，企业党组织作
为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党员而设立的机构，通过对内传递“利他”“先进”等价值理念，激发深埋于
管理者内心“奉献”的价值观，促进管理者更加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具体体现在所属民营企业的慈善
捐赠上。
从基层党组织的外部激励来看，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维护社会公
平、缩小贫富差距一直是执政党和政府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企业党组织作为传达执政党和政府政治意愿
的微观单位，在企业和政府间扮演着信息桥梁的角色。一般而言，民营企业党组织的建立需经所在地上
级党委的批准，并在上级党委的监督指导下开展工作。党的组织原则要求下级党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
组织的相关决定，使基层党组织有责任将执政党缩小贫富差距，将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传达
给所属企业，并尽最大的努力推动所属企业的慈善捐赠事业。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党组织是企业和执政
党建立联系的有效渠道，能够为民营企业获取融资、项目审批等诸多方面的资源，降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
的所有制产权性质歧视。慈善捐赠作为党组织在企业作用发挥的重要内容，是企业主动与上级党委保持
良好关系的重要方式，尤其在社会面临重大灾难急需企业共担危难时，民营企业党组织能够更为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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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使企业的慈善捐赠计划能更有效的得以实施。
从基层党组织的外部声誉来看，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民营企业亦可能更热衷于慈善捐赠。外部声
誉机制起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期的光辉事迹，并在社会主旋律广泛宣传下不断得到强化。一
直以来，革命先烈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牺牲的悲壮故事口耳相传，优秀党员的先进工作事迹也常
为主流媒体广为报道，使得民众对共产党光辉的形象有了深刻地认识。企业党组织作为共产党在民
营经济体内的基层组织，承载着民众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崇高期待，这就要求党组织在企
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慈善捐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形式，不仅能为
民营企业赢得更多的社会声誉，也使得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作用被社会所认知。
表 1 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因变量
DON1 捐赠意愿，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慈善捐赠信息取 1，否则取 0
DON2 捐赠规模，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捐赠额加 1 的自然对数
自变量 DZZ 党组织参与治理，若民营企业建立党组织赋值 1，否则 0
控制变量
CPC 董事长党员身份，如果董事长为中共党员赋值 1，否则 0
Pc 政治关联，董事、监事、高管拥有政府背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赋值为 1，否则 0
Dual 两职合一，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赋值 1，否则 0
Firmage 公司年龄，研究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
Big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公司流动总股数
ＲOE 权益收益率，期末税后利润 /期末权益资产
Size 公司规模，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期末总负债 /期末总资产
TobinQ 投资机会，企业市值 /资产重置成本
XFZ 消费者亲近行业，根据山立威等［27］的分类方法进行①
GDP 地区经济水平，各年各省人均 GDP
MKT 市场化水平，王小鲁等［28］市场指数，2015 年、2016 年以 2014 年替代
Indus 行业虚拟变量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基于此，本文认为，无论是《党章》赋予的内在使命，或是源自上级党组织的外部诉求，抑或出于维
护社会良好声誉之需要，最终都要求党组织在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此，本文提
出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1:相较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7—2016 年中国沪深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如下筛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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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证监会公布的行业代码为准，下列行业的公司为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公司: “C4370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业”“C4830 日用橡胶制品业”“C4930 日用塑料杂品制造业”“C7505 汽车制造业”“C7510 摩托车制造业”“C7515 自行
车制造业”“C7620 日用电器制造业”“C7825 钟表制造业”“C13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C55 日用电子器具制造
业”“F09 航空运输业”“H11 零售业”“C0 食品、饮料”“I 金融、保险业”“J 房地产业”“K 社会服务业”和“L 传播与文
化产业”。
剔除银行、保险、多元金融等金融类上市公司;(2) 剔除在观测区间业已退市的上市公司;(3) 剔除当
年被标记 ST 或* ST 的样本;(4)剔除未披露财务数据或财务数据不全的样本;(5)剔除资不抵债的样
本。经筛选，本文共获得 1889 家上市公司的 10343 条观测值，研究中的财务数据均来源国泰安金融
研究数据库。
(二)变量说明和模型设计
为检验理论假设，在参考戴亦一等
［26］
相关研究后，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DONit = β0 + β1DZZit + β2Controlsit + εit (1)
模型(1)用以检验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根据上文理论预期，β1 应该显
著为正，由此证实党组织治理下民营企业更热衷于慈善捐赠的假设。模型(1)中相关变量的定义及计
算方法如表 1 所示。
1． 因变量
慈善捐赠是企业将一定数额的资金、实物或者服务无偿赠送给需要帮助对象的行为［2］144。本文
参考 Brown 等［29］的研究成果，选择捐赠意愿(DON1)和捐赠规模(DON2)作为企业慈善捐赠两个维度
的测度指标。具体定义如下:将研究期间(2007—2016) 内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公益性或
非公益性捐赠数进行加总，记为上市公司当年的慈善捐赠支出，并以 0 值处理未披露慈善捐赠的样
本。若当年慈善捐赠支出大于 0，赋值 DON1 为 1，说明该企业当年具有慈善捐赠意愿;反之，赋值 0。
接着选择企业当年慈善捐赠支出额加 1 的自然对数( ln(年慈善捐赠额 + 1)) 作为捐赠规模度量指标
(DON2)。
上市公司慈善捐赠支出取自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营业外收支—非公
益性捐赠”文件。经统计后发现，2007—2016 年间民营上市公司共披露了 5944 条慈善捐赠数据，占研
究样本的 57． 46%。图 1 描述了不同年份间民营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情况，整体而言，党组织参与治
理的民营企业确实更热衷于慈善捐赠。
2． 自变量
构建党组织哑变量 DZZ。若民营上市公司建立了基层党组织，赋值 DZZ 为 1，否则赋值为 0。企
业党组织是本文最为核心的研究变量，但监管层并未强制要求上市公司予以披露。为此，本文主要通
过如下步骤获取“党组织”数据:(1)根据 Wind 数据库“高管人物特征数据”文件提供的管理者职位，
以“党委”“支部”“总支”“书记”和“部长”等核心词为依据筛选出相关信息;(2)采用 Python 程序进行
数据挖掘，从上市公司年报、百度百科、新浪财经和巨潮资讯网对如上数据进行补充;(3) 从上市公司
·17·
余威: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民营企业更“乐善好施”吗? ———基于慈善捐赠视角的实证检验
官方网站披露的组织架构和相关新闻处搜集企业党组织信息，最终以手动筛选的方式对如上数据进
行逐一校对，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
3． 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对如下变量进行了控制。参考许年行和李哲［19］136 － 137、
靳小翠
［30］
的相关研究，选择公司年龄 ( Firmage)、股权集 中 度 (Big1)、政 治 关 联 ( Pc)、两 职 合 一
(Dual)、权益收益率(ＲOE)、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消费者亲近行业(XFZ) 和投资机会
(TobinQ)为公司层面控制变量;选择地区经济水平(GDP) 和市场化指数(MKT) 为地区层面控制变
量，并进一步控制了董事长党员身份的影响
［26］75。
此外，本文还分别设置行业虚拟变量( Indus) 和年份虚拟变量(Year)，以控制企业所处行业及年
份差异造成的影响。其中，行业虚拟变量采用证监会 2012 年一级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采用二级行
业分类标准。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单因素检验
为排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就参与检验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分位的缩尾处理。表 2 列示了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数
DON1 0. 575 0. 494 0 1 1 10343
DON2 7. 223 6. 396 0 10. 309 16. 860 10343
DZZ 0. 426 0. 495 0 0 1 10343
CPC 0. 520 0. 500 0 1 1 10343
Pc 0. 428 0. 495 0 0 1 10343
Dual 0. 374 0. 484 0 0 1 10343
Firmage 6. 366 5. 938 0 4 26 10343
Big1 33. 153 14. 151 2. 197 31. 084 89. 986 10343
ＲOE 0. 071 0. 110 － 0. 847 0. 074 0. 567 10343
Size 21. 503 1. 017 18. 827 21. 389 24. 557 10343
Lev 0. 371 0. 202 0. 008 0. 354 0. 999 10343
TobinQ 2. 947 2. 448 0. 300 2. 216 15. 256 10343
XFZ 0. 144 0. 351 0 0 1 10343
MKT 7. 964 1. 704 － 0. 300 8. 170 11. 710 10343
GDP 10. 258 0. 759 5. 833 10. 311 11. 196 10343
由表 2 数据可知，慈善捐赠意愿变量的均值为 0． 575，慈善捐赠规模变量的均值为 7． 223，标准差
分别为 0． 494 和 6． 396，说明在研究样本中有近 60% 的民营企业参与了慈善捐助活动，且企业间的慈
善捐赠水平存在差异。党组织变量的均值为 0． 426，说明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已经是相当普遍的
现象。
为了更为直接地观测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慈善捐赠效应，本文以民营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为依据，
将研究样本区分为实验组(DZZ =1)和控制组(DZZ = 0)。表 3 为两组样本的单变量均值检验和中位
数检验的结果。我们发现，相较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
高，说明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影响企业对慈善捐助策略的选择，初步验证理论假设。考虑到单变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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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尚未控制影响慈善捐赠的相关因素，故还需进一步对研究样本进行回归检验。
表 3 分组样本的单变量检验
变量 党组织治理企业样本均值 非党组织治理企业样本均值 均值检验 T 统计量 中位数检验 Z 统计量
DON1 0. 687 0. 491 20. 231＊＊＊ 19. 843＊＊＊
DON2 8. 847 6. 015 22. 822＊＊＊ 23. 605＊＊＊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基本回归结果
鉴于因变量慈善捐赠意愿(DON1)和慈善捐赠规模(DON2)的数据结构特点，本文选用二值选择
模型(Logit)和角点解模型(Tobit)对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实证检验理论假设。为消除样本间组间差异
的干扰，本文对研究样本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处理，并对异方差进行合理地控制。
表 4 汇报了实证检验结果。由列(1) 与列(3) 呈现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公司年份和行业固定
效应后，党组织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7248 和 3. 9217，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相较于
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企业的慈善捐赠意愿更强，捐赠规模更大。进一步控制
公司特有因素和地区宏观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党组织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综合本
部分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影响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策略，因为企业党组织
作为上级党委与民营企业间的桥梁，能够有效地向企业传递党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外部诉求，且
《党章》秉承的奉献宗旨，要求党组织在企业发挥促进慈善捐赠的积极作用。此外，企业的外部声
誉约束亦激励党组织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扮演积极的作用，并最终反映在党组织参与治理促进了民
营企业的慈善捐赠。
表 4 民营企业党组织对慈善捐赠的回归结果
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1) (2) (3) (4)
DZZ
0. 7248＊＊＊
(8. 21)
0. 2064＊＊
(2. 12)
3. 9217＊＊＊
(9. 02)
0. 9238＊＊
(2. 20)
CPC
0. 2985＊＊＊
(3. 46)
1. 4092＊＊＊
(3. 71)
Pc
0. 3720＊＊＊
(3. 83)
1. 6762＊＊＊
(3. 98)
Dual
－ 0. 0598
( － 0. 76)
－ 0. 2900
( － 0. 83)
Firmage
0. 0246＊＊＊
(3. 06)
0. 0878＊＊＊
(2. 64)
Big1
－ 0. 0002
( － 0. 07)
－ 0. 0035
( － 0. 27)
ＲOE
0. 6465＊＊
(2. 16)
3. 7896＊＊＊
(2. 89)
Size
0. 8259＊＊＊
(12. 02)
3. 6942＊＊＊
(14. 75)
Lev
0. 1937
(0. 79)
0. 1925
(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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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1) (2) (3) (4)
TobinQ
－ 0. 0082
( － 0. 43)
－ 0. 1473
( － 1. 62)
XFZ
0. 0352
(0. 24)
－ 0. 0216
( － 0. 03)
MKT
0. 0565
(1. 44)
0. 3053*
(1. 79)
GDP
－ 0. 0630
( － 0. 70)
－ 0. 3648
( － 0. 92)
Constant
0. 4538
(0. 69)
－ 17. 2162＊＊＊
( － 9. 51)
4. 0723*
(1. 65)
－ 73. 6537＊＊＊
( － 10. 89)
行业和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343 10343 10343 10343
Pseudo Ｒ2 0. 067 0. 165 0. 021 0. 052
(三)稳健性检验
上文已经验证了党组织参与治理与民营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在本部分，本文沿着既有的结
论展开一系列的稳健性测试，以确保实证结果的可信性。
1． 工具变量回归
本文的结论可能受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内生性影响
［31］。就互为因果而言，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
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但不能排除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而建立党组织的可能;就遗漏变量而
言，研究虽已控制了诸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因素，但仍难以完全排除变量遗漏对研究的干扰。为
此，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处理效应模型来修正内生性问题。选择“各省党员密度”作为民营企
业党组织的工具变量，显然地，党员密度越高意味着企业招聘到党员职工的概率越大，故企业党组织
建立的概率亦越大。因为《党章》规定，党员职工超过 3 人的民营企业需要建立党支部，以保障党员职
工正常的党组织生活。另一方面，是否进行慈善捐赠或捐赠规模如何属于企业经营决策范畴，与各省
党员密度并无直接关联。因此，工具变量“各省党员密度”具有与自变量高度正相关，和计量模型随机
扰动项不相关的特点，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要求。
本文以手动搜取的方式，从百度、各省组织部等相关网站获取党员人数，除以各省当年常驻人口
数以控制规模造成的影响，由此构建各省党员密度变量(MD)。接着，将该变量加入模型(1) 进行两
阶段回归，以此估计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慈善效应。表 5 列示了工具变量方法的检验结果。第一阶段
回归中，工具变量“各省党员密度”与党组织变量间显著正向关，符合本文预期。第二阶段估计中，党
组织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4160 和 6． 0305，通过 5%水平的系数差异性检验，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 统计量为 140． 70，远大于 10，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符合经验法则。以上的检验结果说明，
党组织参与治理确实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在校正了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的内生性影
响后，结论依然成立。
2． Heckman 两阶段回归
本文以直接剔除的方式处理了财务数据缺失、ST 标记等研究样本，而这部分企业可能存在某一
方面的特征，造成研究结论受一定程度的选择性偏误干扰。为此，我们选用 Heckman 两阶段处理效应
模型进行修正。在第一阶段，我们选择模型(1)中的全部控制变量，并以“省份党员密度”为 Heckman
两阶段估计的工具变量，以 Probit 模型回归获取逆米尔斯比率( IMＲ)，该比率即为研究中存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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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误。在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率重新纳入模型(1)，估计校正了选择偏误后的党组织参与治理
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表 6 列(1)和列(2)汇报了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发现，逆米尔斯比率不显著，
回归系数 DZZ 显著为正，说明该模型受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并不显著，上文实证结果成立。
表 5 稳健性检验( 一)
变量
党组织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1) (2) (3)
MD
0. 0766＊＊＊
(4. 05)
DZZ
1. 0850＊＊
(2. 33)
10. 0670＊＊
(2. 02)
CPC
0. 1514＊＊＊
(6. 85)
0. 0040
(0. 04)
－ 0. 0717
( － 0. 08)
Pc
0. 0942＊＊＊
(3. 75)
0. 1125
(1. 28)
0. 8082
(1. 22)
Dual
－ 0. 0656＊＊＊
( － 3. 43)
0. 0341
(0. 58)
0. 3335
(0. 65)
Firmage
0. 0197＊＊＊
(8. 76)
－ 0. 0058
( － 0. 50)
－ 0. 0836
( － 0. 81)
Big1
0. 0010
(1. 27)
－ 0. 0012
( － 0. 65)
－ 0. 0132
( － 0. 83)
ＲOE
0. 0140
(0. 21)
0. 3338*
(1. 82)
3. 5970＊＊
(2. 41)
Size
0. 0835＊＊＊
(6. 07)
0. 3472＊＊＊
(3. 44)
2. 9294＊＊＊
(5. 66)
Lev
0. 1318＊＊
(2. 25)
－ 0. 0282
( － 0. 17)
－ 1. 1315
( － 0. 83)
TobinQ
0. 0022
(0. 53)
－ 0. 0088
( － 0. 77)
－ 0. 1592
( － 1. 58)
XFZ
－ 0. 0614
( － 1. 53)
0. 0818
(0. 86)
0. 5573
(0. 68)
MKT
0. 0262＊＊
(2. 21)
0. 0339
(1. 40)
0. 3024
(1. 51)
GDP
－ 0. 1357＊＊＊
( － 4. 32)
0. 0004
(0. 01)
0. 0450
(0. 09)
Constant
－ 1. 2310＊＊＊
( － 3. 44)
－ 7. 4601＊＊＊
( － 3. 60)
－ 60. 3741＊＊＊
( － 5. 63)
行业和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343 10343 10343
Ｒ2 0. 218 0. 086 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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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稳健性检验( 二)
变量
Heckman 两阶段 剔除 2008 年样本 剔除 2008 与 2011 年样本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1) (2) (3) (4) (5) (6)
DZZ
0. 2112＊＊
(2. 16)
0. 9408＊＊
(2. 24)
0. 2141＊＊
(2. 17)
0. 9991＊＊
(2. 27)
0. 2232＊＊
(2. 28)
1. 0434＊＊
(2. 36)
IMＲ
0. 4328
(0. 74)
1. 7537
(0. 69)
CPC
0. 3027＊＊＊
(3. 50)
1. 4318＊＊＊
(3. 75)
0. 3160＊＊＊
(3. 61)
1. 5175＊＊＊
(3. 81)
0. 3258＊＊＊
(3. 75)
1. 5996＊＊＊
(3. 99)
Pc
0. 3686＊＊＊
(3. 79)
1. 6647＊＊＊
(3. 95)
0. 3560＊＊＊
(3. 64)
1. 7036＊＊＊
(3. 84)
0. 3726＊＊＊
(3. 82)
1. 7819＊＊＊
(3. 99)
Dual
－ 0. 0615
( － 0. 78)
－ 0. 2980
( － 0. 85)
－ 0. 0505
( － 0. 63)
－ 0. 2594
( － 0. 71)
－ 0. 0404
( － 0. 51)
－ 0. 2188
( － 0. 59)
Firmage
0. 0239＊＊＊
(2. 97)
0. 0853＊＊
(2. 55)
0. 0262＊＊＊
(3. 25)
0. 0938＊＊＊
(2. 73)
0. 0243＊＊＊
(3. 06)
0. 0874＊＊
(2. 54)
Big1
－ 0. 0002
( － 0. 07)
－ 0. 0035
( － 0. 27)
0. 0000
(0. 01)
－ 0. 0030
( － 0. 22)
0. 0006
(0. 17)
－ 0. 0003
( － 0. 02)
ＲOE
0. 6498＊＊
(2. 17)
3. 8132＊＊＊
(2. 92)
0. 6166＊＊
(2. 01)
3. 7883＊＊＊
(2. 67)
0. 4963
(1. 61)
3. 3534＊＊
(2. 29)
Size
0. 8281＊＊＊
(12. 01)
3. 6974＊＊＊
(14. 74)
0. 8388＊＊＊
(12. 29)
3. 8774＊＊＊
(15. 08)
0. 8243＊＊＊
(12. 27)
3. 8802＊＊＊
(15. 03)
Lev
0. 1958
(0. 80)
0. 2021
(0. 19)
0. 2131
(0. 86)
0. 2816
(0. 25)
0. 1199
(0. 48)
－ 0. 1303
( － 0. 12)
TobinQ
－ 0. 0085
( － 0. 44)
－ 0. 1492
( － 1. 64)
－ 0. 0062
( － 0. 32)
－ 0. 1234
( － 1. 32)
－ 0. 0116
( － 0. 62)
－ 0. 1470
( － 1. 58)
XFZ
0. 0371
(0. 25)
－ 0. 0117
( － 0. 02)
0. 0383
(0. 25)
－ 0. 0068
( － 0. 01)
0. 0484
(0. 31)
0. 0252
(0. 04)
MKT
0. 0552
(1. 39)
0. 2991*
(1. 74)
0. 0613
(1. 55)
0. 3306*
(1. 88)
0. 0637
(1. 63)
0. 3426*
(1. 96)
GDP
－ 0. 0725
( － 0. 80)
－ 0. 3982
( － 1. 01)
－ 0. 0731
( － 0. 80)
－ 0. 3968
( － 0. 95)
－ 0. 0916
( － 1. 01)
－ 0. 4959
( － 1. 19)
Constant
－ 17. 5526＊＊＊
( － 9. 29)
－ 74. 9835＊＊＊
( － 10. 47)
－ 17. 4224＊＊＊
( － 9. 75)
－ 77. 6754＊＊＊
( － 11. 15)
－ 17. 0202＊＊＊
( － 9. 63)
－ 77. 2217＊＊＊
( － 10. 94)
行业和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343 10343 10343 10343 10343 10343
Pseudo Ｒ2 0. 165 0. 053 0. 158 0. 051 0. 156 0. 051
3． 剔除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数据跨越 10 个年度(2007—2016)，其中包括了汶川(2008)、玉树(2011) 两次重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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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难，自然灾难的发生势必影响企业的捐赠意愿和捐赠规模，进而对本文的研究结论造成干扰。为
此，本文采用戴亦一等
［15］84
的处理方法，在分别剔除 2008 年、2008 年与 2011 年样本后展开稳健性测
试，以此排除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表 6 列(3)至列(6)汇报了实证结果，其中，列(3)和列(4)为剔除
2008 年样本后的结果，党组织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5) 和列(6) 为剔除 2008 年及 2011 年样
本后的结果，党组织变量依旧显著为正，由此说明，汶川、玉树等巨大自然灾害并不改变上文的研究结
论，即相较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企业更热衷于慈善捐赠。
(四)进一步研究
上文已经证实，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有效地促进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在本部分，本文进一
步探索党组织在不同情境下影响慈善捐赠的差异化表现:(1) 党组织负责人的企业角色，主要考察党
组织的公司治理作用是否因负责人的职权产生差异;(2) 党组织的建立方式，探究党组织的慈善效应
是否因党组织建立方式不同而存在差异(民营企业自发上市与国有企业改制);(3)面临的业绩压力，
党组织的慈善捐赠作用是否在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时被削弱，进而推测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可能影响
因素。
1． 党组织负责人的企业角色
通常而言，不同职位的管理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对企业履行的职责和承担的责
任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我国，民营企业通常具有“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特征，第一大股东或其代理
人的董事长在具体的经营决策中拥有绝对话语权。企业党组织是执政党影响力在民营经济体中的具
体体现，负责向企业管理层传达执政党维护“社会公平”的诉求，但党组织作为民营企业内部的非经济
组织，尚未被《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决策权力，使得党组织对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缺乏制
度性保障，其影响力往往受具体决策者的制约，即党组织负责人在企业所任职位可能影响其作用的
发挥。
与国有企业党组织直接拥有企业人事权和经营权不同，民营企业党组织并未被授予直接参与企
业经营决策的权力，而是作为企业内部的非经济组织，履行贯彻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重任(《党章》第三十三条)。已有的研究发现，
党的基层组织需要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只有当党组
织成员参与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时，才能将党组织的使命融入到企业的经营决策
［32］。工会主席、监事
长等高管主要履行保障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监督管理层关于董事会决策执行情况的职责，但自身并
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对慈善捐赠等政策的影响力亦相当有限;总经理、副总等职位虽在一定
程度上参与了企业经营决策的制定，但民营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权依然集中在董事长身上。慈善捐
赠作为影响企业当期利润的经营决策，对于企业的经营业绩影响重大，这使得慈善捐赠决策通常由经
营活动最终决策者的董事长拍板。因此，当董事长兼任党组织负责人后，能更有效地将党组织地诉求
反映在经营决策，具体表现在所属企业更高的慈善捐赠水平。
为了验证以上的设想，本文借鉴吴超鹏和张媛
［33］
的研究方法，以手动筛选的方式搜集民营企业
党组织负责人的任职情况，以此构建党组织负责人兼任职位指标 JＲZW1 和 JＲZW2。如果党组织负责
人在企业担任董事长，赋值 JＲZW1 为 1，说明该企业的党建工作更受重视，党组织对于企业经营活动
的影响自然更大。如果党组织负责人由非董事长兼任，赋值 JＲZW2 为 1，其余为 0。JＲZW1 和 JＲZW2
作为 DZZ 的两个分变量参与对慈善捐赠变量的回归，以此检验党组织负责人兼任企业内的不同职位
对党组织作用发挥的影响。
表 7 汇报了实证检验结果。由列(1)可知，董事长兼任党组织负责人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 2466，
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其他管理者兼任党组织负责人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党组织参
与治理对慈善捐赠意愿的影响仅存在党组织负责人由董事长兼任的民营企业样本。列(2) 汇报了以
慈善捐赠规模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结论与列(1) 汇报的一致。以上的研究可知，党组织参与治理对
慈善捐赠的积极效果主要存在于董事长担任党组织负责人样本，初步验证党组织通过参与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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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慈善捐赠政策的可能途径。
表 7 党组织负责人企业角色
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1) (2)
JＲZW1
0. 2466＊＊
(2. 11)
1. 1393＊＊
(2. 35)
JＲZW2
0. 1617
(1. 29)
0. 6996
(1. 38)
CPC
0. 3041＊＊＊
(3. 51)
1. 4447＊＊＊
(3. 77)
Pc
0. 3699＊＊＊
(3. 82)
1. 6636＊＊＊
(3. 96)
Dual
－ 0. 0596
( － 0. 76)
－ 0. 2852
( － 0. 82)
Firmage
0. 0243＊＊＊
(3. 02)
0. 0865＊＊＊
(2. 60)
Big1
－ 0. 0002
( － 0. 06)
－ 0. 0034
( － 0. 26)
ＲOE
0. 6458＊＊
(2. 15)
3. 7813＊＊＊
(2. 89)
Size
0. 8261＊＊＊
(12. 00)
3. 6919＊＊＊
(14. 71)
Lev
0. 2048
(0. 83)
0. 2364
(0. 22)
TobinQ
－ 0. 0082
( － 0. 43)
－ 0. 1481
( － 1. 63)
XFZ
0. 0368
(0. 25)
－ 0. 0229
( － 0. 04)
MKT
0. 0565
(1. 43)
0. 3073*
(1. 80)
GDP
－ 0. 0621
( － 0. 69)
－ 0. 3606
( － 0. 91)
Constant
－ 17. 2349＊＊＊
( － 9. 51)
－ 73. 7008＊＊＊
( － 10. 87)
行业和年份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343 10343
Pseudo Ｒ2 0. 165 0. 052
2． 党组织的建立方式
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民营经济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其中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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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业已占据中国 A 股资本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受我国经济体制等诸多历史原因的影响，民
营上市公司主要由民营企业直接上市和国有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变更两条路径实现的，不同路径的上
市方式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党组织建立方式的差异，即部分企业党组织源自民营企业自主建立，另一部
分可能来源国有企业改制，党组织建立方式的不同可能反映了两类党组织某些方面的差异，进而使党
组织参与治理促进慈善捐赠的效果有所变化。
具体来看，民营上市公司自发建立的党组织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可能更大，而由国有企业改制
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党组织则不然。因为前者并非是中国特有政治体制下的制度安排，而是民营
企业受“非公党建”政策的影响自发建立的，体现了民营企业对于执政党先进思想理念的自发性诉求。
此外，为表明民营企业对党组织建设的重视，企业主或核心高管通常兼任所属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人，
使党组织和董事会、管理层形成一定程度的“交叉任职”，更有利于发挥党组织在企业经营决策方面的
影响。相反地，伴随国有企业改制而存在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党组织，是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下的制度安
排，党组织在企业国有属性变更后，失去了《公司法》赋予参与企业经营决策权力，更多地履行诸如工
会的职责，故该类型党组织对于企业的慈善捐赠政策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
为检验党组织的建立方式差异对治理效果的影响，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民营企业“民营化方
式”数据，以“民营化实现方式”为依据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组检验。表 8 汇报了实证检验结果，其中，列
(1)和列(3)汇报了民营企业自发建立党组织对慈善捐赠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4)为由国有企业改
制而建立党组织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仅存在由民营企业
自发建立的党组织样本，说明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与其在企业内部影响力有关。
表 8 党组织的建立方式
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民企建立 国企改制 民企建立 国企改制
(1) (2) (3) (4)
DZZ
0. 3148＊＊
(1. 97)
0. 1795
(1. 52)
1. 1746*
(1. 87)
0. 7598
(1. 45)
CPC
0. 3098＊＊＊
(2. 99)
0. 1811
(1. 24)
1. 5681＊＊＊
(3. 37)
0. 7443
(1. 31)
Pc
0. 4046＊＊＊
(3. 46)
0. 1441
(0. 83)
1. 8877＊＊＊
(3. 55)
0. 6180
(0. 95)
Dual
－ 0. 1562*
( － 1. 71)
0. 2926*
(1. 95)
－ 0. 7599*
( － 1. 82)
1. 1748＊＊
(2. 11)
Firmage
0. 0496＊＊＊
(3. 76)
－ 0. 0095
( － 0. 52)
0. 1782＊＊＊
(3. 61)
－ 0. 0840
( － 1. 17)
Big1
0. 0034
(0. 87)
－ 0. 0069
( － 1. 25)
0. 0143
(0. 86)
－ 0. 0260
( － 1. 33)
ＲOE
0. 6749
(1. 61)
0. 8842＊＊
(2. 08)
3. 4033*
(1. 88)
5. 0615＊＊＊
(2. 83)
Size
0. 8367＊＊＊
(10. 69)
0. 7507＊＊＊
(5. 07)
3. 8602＊＊＊
(12. 85)
3. 0414＊＊＊
(6. 54)
Lev
0. 1962
(0. 63)
0. 1904
(0. 47)
0. 3034
(0. 22)
0. 0814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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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民企建立 国企改制 民企建立 国企改制
(1) (2) (3) (4)
TobinQ
－ 0. 0013
( － 0. 06)
－ 0. 0361
( － 0. 99)
－ 0. 0987
( － 0. 89)
－ 0. 2900*
( － 1. 91)
XFZ
0. 0526
(0. 26)
0. 0994
(0. 50)
0. 0947
(0. 11)
0. 1671
(0. 21)
MKT
0. 0790*
(1. 66)
0. 0275
(0. 41)
0. 3873*
(1. 82)
0. 2085
(0. 81)
GDP
－ 0. 0317
( － 0. 28)
－ 0. 1590
( － 1. 11)
－ 0. 1408
( － 0. 27)
－ 0. 7542
( － 1. 35)
Constant
－ 19. 0038＊＊＊
( － 9. 25)
－ 12. 6429＊＊＊
( － 3. 63)
－ 84. 0343＊＊＊
( － 10. 35)
－ 50. 2500＊＊＊
( － 4. 29)
行业和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0. 170 0. 142 0. 055 0. 043
Pseudo Ｒ2 7964 2379 7964 2379
3． 面临的业绩压力
企业经营业绩是股东等利益相关者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经营地位是否稳固
的重要指标，经营业绩已然成为影响企业经营决策选择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上一年度的
利润表现直接影响当期经营策略的选择，尤其当企业上一年度净利润为负时，管理者为避免连续两年
负利润而被监管层冠以 ST 标识，倾向于采取与增加利润相关的一系列公司政策［34］。慈善捐赠作为
一种无偿让渡“利益”的企业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当期的利润表现，尤其在股东基本利益尚未
保障的前提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摆在管理层面前难以解决的难题。上文已经证实，民营企业党
组织或基于《党章》赋予的内在要求，或出于上级党组织的外在诉求，抑或出于本企业的声誉考虑更热
衷于慈善捐赠活动，进而将党组织的影响力反映在慈善捐赠这一具体的决策上。但党组织参与治理
的企业在面临业绩压力时，是否依然坚持“乐善好施”，还是如大多数企业一样“明哲保身”，具体地
说，在企业面临业绩压力的情境下，党组织是否依然能够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和探索。
为检验业绩压力情境下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慈善捐赠效应，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的净利
润为依据，将样本区分两类:(1)有业绩压力:该类别样本上一年度净利润为负，面临着被证监会标记
ST 的潜在风险，因此本年度的经营活动存在一定的业绩压力;(2) 无业绩压力:企业上一年度处于盈
利状态。然后分组检验党组织参与治理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其中，企业经营业绩数据来自
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利润表”。
表 9 报告了实证检验的结果。其中，在无业绩压力样本组，党组织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2087
和 0． 9273，且通过 5%水平的系数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无业绩压力下，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民营企业确
实更热衷于慈善捐赠活动。而在企业面临经营压力的情境下，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利他”动机被削弱，
党组织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综合以上的研究，党组织作为存在于企业的非经济组织，对于企业经
营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该影响力同时受企业自身经营业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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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面临的业绩压力
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无业绩压力 有业绩压力 无业绩压力 有业绩压力
(1) (2) (3) (4)
DZZ 0. 2087
＊＊
(2. 10)
0. 2592
(1. 08)
0. 9273＊＊
(2. 18)
1. 1403
(1. 00)
CPC 0. 2964
＊＊＊
(3. 36)
0. 3359
(1. 51)
1. 4010＊＊＊
(3. 64)
1. 4857
(1. 33)
Pc 0. 3709
＊＊＊
(3. 77)
0. 4511
(1. 53)
1. 6644＊＊＊
(3. 92)
2. 4378*
(1. 73)
Dual － 0. 0462
( － 0. 58)
－ 0. 2900
( － 1. 24)
－ 0. 2366
( － 0. 67)
－ 1. 4732
( － 1. 31)
Firmage 0. 0285
＊＊＊
(3. 48)
－ 0. 0185
( － 0. 81)
0. 1031＊＊＊
(3. 10)
－ 0. 1408
( － 1. 25)
Big1 － 0. 0001
( － 0. 04)
－ 0. 0081
( － 0. 98)
－ 0. 0035
( － 0. 26)
－ 0. 0323
( － 0. 84)
ＲOE 0. 8129
＊＊
(2. 55)
－ 0. 3633
( － 0. 62)
4. 6138＊＊＊
(3. 38)
－ 1. 3019
( － 0. 48)
Size 0. 8110
＊＊＊
(11. 59)
0. 9240＊＊＊
(4. 72)
3. 6052＊＊＊
(14. 23)
4. 6387＊＊＊
(5. 81)
Lev 0. 1861
(0. 73)
0. 6084
(1. 03)
0. 1051
(0. 10)
3. 3092
(1. 12)
TobinQ － 0. 0134
( － 0. 69)
0. 0536
(0. 83)
－ 0. 1733*
( － 1. 88)
0. 1932
(0. 61)
XFZ 0. 0205
(0. 13)
0. 4330
(1. 20)
－ 0. 0885
( － 0. 13)
2. 1548
(1. 17)
MKT 0. 0544
(1. 36)
0. 0972
(0. 90)
0. 2871*
(1. 68)
0. 5294
(1. 02)
GDP － 0. 0627
( － 0. 68)
－ 0. 0797
( － 0. 42)
－ 0. 3331
( － 0. 83)
－ 0. 7163
( － 0. 75)
Constant － 16. 8960
＊＊＊
( － 9. 20)
－ 17. 7261＊＊＊
( － 3. 78)
－ 71. 9390＊＊＊
( － 10. 60)
－ 82. 2906＊＊＊
( － 4. 06)
行业和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880 463 9880 463
Pseudo Ｒ2 0. 167 0. 154 0. 053 0. 054
(五)机制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党组织与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安排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显著影
响
［32］138。党组织成员诸如书记、副书记通过兼任董事长、总经理等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职位，从
制度上实现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管理层的交叉重合与交叉任职，以此体现执政党意志在民营企业的
有效保障。党组织成员通过担任企业的管理层职位，获得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的机会，使执政党带领广
大劳动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体现在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并
且，党组织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力随着党组织成员涉入经营管理层的程度而加深。一方面，党组织
成员更多地任职企业经营管理层，增强了党组织在企业经营决策上表决权，使党组织的意愿尽可能多
地融入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另一方面，相同的党员身份特征会影响企业管理层选择偏好，使得管理
层的决策更趋一致性
［35］。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党组织成员的管理层涉入程度能够正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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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党组织治理促进慈善捐赠的效果，从而证实，企业党组织通过经营管理层影响慈善捐赠的作用
机制。
为验证以上猜想，我们建立实证模型如下:
DONit = β0 + β1DZZit + β2DZZit × DWPit + β3DWPit + β4Controlsit + ε (2)
模型(2)中的党组织成员的管理层任职数据主要取自 Wind 数据库披露的“上市公司管理者简
历”文件。构建研究变量 DWP 以反映党组织成员在企业经营决策层的任职比例(排除工会主席和监
事长);构建变量 DWP 和 DZZ 的交互相(DWP × DZZ)以检验企业经营决策层的党组织成员比例对慈
善捐赠的边际影响。实证结果如表 10 列示，其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党组织对企业慈
善活动的影响力与经营管理层内党组织成员显著正相关。以上的研究说明，党组织成员进入管理层
能有效地将党组织的使命和意志反映在企业的经营行为上，验证党组织通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慈善
捐赠的路径。
表 10 机制检验
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1) (2)
DZZ
0. 0729
(0. 60)
0. 2530
(0. 51)
DZZ × DWP
0. 6565*
(1. 65)
3. 3142*
(1. 89)
DWP
－0. 3871
( － 1. 35)
－ 1. 5097
( － 1. 04)
CPC
0. 3026＊＊＊
(3. 49)
1. 4259＊＊＊
(3. 75)
Pc
0. 3877＊＊＊
(3. 97)
1. 7088＊＊＊
(4. 07)
Dual
－ 0. 0554
( － 0. 70)
－ 0. 2655
( － 0. 76)
Firmage
0. 0257＊＊＊
(3. 05)
0. 1028＊＊＊
(2. 84)
Big1
－ 0. 0004
( － 0. 12)
－ 0. 0044
( － 0. 34)
ＲOE
0. 6402＊＊
(2. 14)
3. 7786＊＊＊
(2. 89)
Size
0. 8301＊＊＊
(12. 10)
3. 7192＊＊＊
(14. 92)
Lev
0. 1582
(0. 64)
0. 0491
(0. 05)
TobinQ
－ 0. 0087
( － 0. 45)
－ 0. 1440
( － 1. 58)
XFZ
0. 0273
(0. 18)
－ 0. 0710
( － 0. 11)
MKT
0. 0569
(1. 45)
0. 3032*
(1. 79)
GDP
－ 0. 0665
( － 0. 74)
－ 0. 3780
( － 0. 96)
Constant
－ 17. 2595＊＊＊
( － 9. 57)
－ 73. 9695＊＊＊
( － 1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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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捐赠意愿 捐赠规模
(1) (2)
行业和年份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343 10343
Pseudo Ｒ2 0. 166 0. 053
五、结论与建议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执政党影响力在非公经济组织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存在
于民营企业的产物。它扮演着企业与执政党间信息沟通的角色，也为非公经济组织烙上执政党的印
记。本文以 2007—2016 年中国沪深 A 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索党组织参与治理对
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党组织负责人的企业角色、党组织的建立方式和企
业面临的业绩压力三个方面作深入细致地剖析，探究不同情境下党组织慈善捐赠的差异性表现。最
后，以企业经营管理层的党组织成员占比衡量党组织在企业的影响力，检验党组织治理对企业慈善捐
赠的作用机制。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相较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
更高，该结论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因为《党章》赋予的内在使命、上级党组织传达
的外部诉求以及企业基于维护声誉的考量，均要求党组织在所属企业的慈善捐赠上发挥积极影响。
然而党组织的积极作用因负责人在企业兼任的不同职位有所差异，即由董事长兼任负责人的党组织
能够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因为在股权相对集中的民营企业内，作为大股东或大股东代
言人的董事长通常更具经营决策上的话语权。因此，由董事长兼任负责人的党组织能够更有效地将
慈善捐赠使命贯彻到经营活动。党组织建立方式差异亦可能影响党组织慈善捐赠的效应，即相较于
因国企改制被动出现在民营企业的党组织，由民营企业自发选择建立的党组织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
为明显。因为自发建立的党组织通常受“非公党建”政策影响，是民营企业服从共产党领导而做出的
主动选择。除此之外，经营业绩亦可能影响党组织慈善作用的发挥，即在企业面临业绩亏损时，管理
层基于利益考虑倾向减少慈善捐赠等无偿的利益转移，由此削弱党组织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影响。最
后，本文以党组织成员占董事会、经营层人数比例衡量党组织参与治理的影响力，检验民营企业党组
织对慈善捐赠的可能影响途径。研究发现，党组织涉入董事会、经营层的程度与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
显著正相关，说明党组织通过成员进入董事会、经营层将党的影响融入企业经营决策，并最终反映在
企业的慈善捐赠决策上。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首先，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独特产物，深刻
地影响当今中国微观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同时也为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党
组织作为连接执政党和非公经济组织的桥梁，实现两者之间信息交流的上传下递。不仅如此，党组织
通过《党章》传递的“奉献”品质，为微观经济管理层塑造社会责任的思维决策模式，影响着企业的慈
善捐赠决策。其次，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尤其中国当前法制尚不够健全、市场
尚不发达背景下，积极发挥法律等正式制度以外的因素显得尤为必要。非公企业党组织不仅体现执
政党领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非公企业向执政党传达诉求的有效渠道，保障非公企业具有相对
公平的环境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最后，对于中国执政当局而言，在极力发挥非正式制度积极作用的
同时，还需要加速正式制度的建设。党组织对于非公经济组织的影响只是软性的约束，《党章》《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并未赋予非公党组织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权力。要规范市场经济活动，最终还需
依赖健全完善的法律和金融系统等正式制度。唯有完善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营规则，才是企
业长久发展的必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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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Private Enterprises Governed by Party Organizations“Good at Charity”?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aritable Donation
YU Wei1，2
(1. Business School，Ningbo University，Ningbo 315211，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Charitable donation is an important express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alanc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social equity． By choosing
Chinese non － financial A － listed private firm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during
2007 to 2016 as research samples，the paper puts focus o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s’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on
charitable donation deci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charitable giving activities，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eliminat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such as sample selection bias，omitting variables and reciprocal
causation． Extended test shows that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effe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exists only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as the leader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r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created by the enterprises themselves． The effect is weakened when enterpri-
ses face performance pressure． The mechanism tests find that the impact of Party organization on the
decisions of charitable dona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managers as party
members． This proves that Party organization influences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its influence
on manager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scope of corporate chari-
table donation，and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Party organization building in non － public enterprises．
Key words:Private Enterprise; Party Organization; Charitable Donation; Party Organization
Building in Non － public Enterprises; Instrument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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